
•科学技术与社会•

军事航天装备试验中的环境正义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Military Space Equipment Tests

黄嘉 /HUANG Jia1     孙越 /SUN Yue1, 2

（1.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72；2.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2; 

2.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摘  要：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环境影响的主要方面包括太空碎片、外空核动力、外空核爆炸等。军事航

天装备试验实质上是以整个地球作为实验室，具有影响的全球性、效应的复杂性、后果的长期性三大特点，

引发了深刻的伦理困境。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的代内环境公正问题体现在妨碍外空自由探索利用，造成军

事利益、环境风险和治理成本在不同人群间不均衡、不公正分配等方面，其实质是太空“公地悲剧”。避

免该悲剧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太空利用中的“自由”原则，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军事航天装备试验会妨

碍我们的子孙后代对太空开发利用，引发代际环境公正问题。魏伊丝提出的“保留选择空间”“保持质量

不降”“保障获取利用”三原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有用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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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aspect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military space equipment tests include space 
debris, nuclear power sources in outer space and nuclear exploding in outer space. Military space equipment tests 
essentially turn the whole planet earth into a laboratory, thus which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global impacts, 
the complexity of effects and the long term of consequences, and they have caused profound ethical dilemmas. 
Military space equipment tests have caused intra-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problems, including impeding 
the free exploring and exploiting of outer space, causing unjust distributing of military advantages,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repairing cost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The essence of these problems i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outer space. To avoid the tragedy, we should reexamine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in the exploiting 
of outer space and adopt coordinated action. Military space equipment tests may also hamper our descendants to 
exploit the outer space and cause Inter-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problems. The principles of “conservation 
of options” “conservation of quality” and “conservation of access” proposed by Edith Brown Weiss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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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1] 军事航天技术

的发展为孙子 2600 多年前的浪漫玄思提供了技术

可能，也使太空成为列强角逐的全新战场。军事

航天装备试验既是技术事实建构的中心环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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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确立和维系人们对于技术系统信心的关键步骤，

是研发进程的“关节点”，实战部署的“入场券”。

除了加剧外空军备竞赛、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外，

军事航天装备试验还引发了深刻的环境伦理困境。

遗憾的是，1967 年的《外空条约》和后续外空法

文件均聚焦外空的探索利用，对太空武器没有予

以充分关注，在保护太空环境方面尤为不足。将

环境正义视角纳入太空武器化问题的争论，严格

限制太空武器的试验和部署，对于保护地球和太

空环境十分重要。

一、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环境影响的主要方面

在军事航天装备试验中，最引人关注、同时

又最易引发争议、造成伦理困境的就是飞行试验，

即在实际或接近实际的飞行条件下进行的试验。

航天器飞行试验包括发射上升、在轨运行和离轨

返回 3 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产生环境问题，目前

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上升和返回阶段放射性等有害

物质泄露问题，在轨运行阶段主要是太空碎片问

题。

1. 太空碎片

太空碎片也叫空间碎片，是指“任何不再有

实际用途的绕地球轨道运行的人造物体”，包括“遗

弃的设备与火箭级、报废的卫星、在部署卫星过

程中散落的螺栓和其它硬件，以及卫星和火箭级

解体后的残片”[2] 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14 日公布的报告指出：“美国太空监视网跟

踪着超过 23，000 件大于 10 厘米左右的物体，其

中被编目的有 17，000 件。额外的观测表明，大于

1 厘米物体的数量可达 500000 件，尺寸小于 1 厘米

的物体数以亿计”。[3]

从航天时代之初，军事航天试验就是太空碎

片的重要来源之一。早期军事航天试验产生大量

碎片的典型例子是美国的“西福特计划”（Project 
West Ford）。该计划是一项军事通信试验的组成部

分，意在通过在太空散布大量金属针形成偶极子

反射体带提供坚固、可靠、安全的远距离军事通

信手段。该计划共进行了两次发射。第一次是在

1961 年 10 月 21 日，因布撒器机械故障而失败。第

二次是 1963 年 5 月 10 日。此次发射将总重 20 公斤

的 4.8 亿根长 1.8 厘米，直径 0.0018 厘米的毛发状

的铜针送入距地面 3700 公里的轨道上，形成了周

长 63000 千米，横截面平均宽度 15 米、深度 30 千

米的环状针云。[4] 后来铜针聚集形成针群，其中

有 65 群在 1998 年还能从地面上看到。（[5]，p.128）

反卫星武器试验产生的碎片会对太空环境产

生广泛持久的有害影响。在过去 60 多年里，涉及

到美国瞄准太空目标的 30 次左右的行动中，有 2
次产生了显著的太空碎片。第 1 次是在 1985 年，

一枚美制 ASM-135“阿萨特”导弹从改装过的

F-15A 战斗机上成功试射，命中“太阳风”卫星。

此次试验产生了 285 片可追踪的碎片，最后一片直

到 2002 年才退出轨道。第 2 次是在 2008 年的“燃

霜行动”（Operation Burnt Frost）中，美国用舰射

“标准”-3 拦截弹摧毁了编号为 USA-193 的卫星，

产生了 174 片可追踪的碎片。（[6]，p.4）这些碎

片中的大多数已在数天内重返大气层，虽然在特

定情况下需要数月的时间。美国并没有在技术上

把此次行动归类为反卫星试验，然而它展示了美

国通过升级其“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软件跟踪

和拦截卫星的能力。除了数百块可追踪的碎片外，

这两次试验还产生了大量直径小于 10 厘米而无法

追踪的碎片。苏联的反卫星试验同样也产生了大

量碎片。在一项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延续 20 多年

的项目中，苏联对其共轨式反卫星系统进行了近

20次试验——其中有8次产生了可追踪的碎片。虽

然其中一些试验产生的碎片相对较少，但可追踪

的碎片总数达到了 842 块，还要加上不可追踪的碎

片。（[6]，p.5）产生碎片最多的是 1968 年 10 月进

行的反卫星试验。在此轮试验中，苏联于 1968 年

10 月 20 日和 11 月 1 日，先后动用“宇宙”249 和“宇

宙”252 号“卫星歼击机”对“宇宙”248 号目标

卫星实施攻击，共产生 251 块可追踪的碎片。（[7]，

pp.29-30）

空间碎片的危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飞行

速度极快，很小的碎片也会产生灾难性后果。近

地轨道上物体的平均撞击速度超过每秒 10 公里，

意味着一个微米级碎片可能损坏卫星灵敏的光学

系统，（[8]，p.13）一块 0.2 毫米大小的碎片也会

对载人和机器人任务造成实际的威胁。随着碎片

大小或质量的增加，撞击的严重性和所导致的损

害也会增加。[3] 二是难以探测。目前世界上最先

进的太空监视雷达是美国太空军掌握的“太空围

栏”（Space Fence），2020 年 3 月底完成升级后，能

探测的最小物体直径约为 10 厘米。小于该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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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碎片无法持续监测和跟踪，也就难以采取防

范措施主动规避。三是存在“自我繁殖”，难以控制。

太空碎片的每次撞击又会产生更多的碎片，它们

又会对其他的太空物体造成威胁，有可能会引发

一种被称为“凯斯勒综合症”（Kessler Syndrome）

的级联效应，致使近地空间无法被利用。（[6]，p.2）

2. 外空核动力

外空核动力泛指一切核能的空间利用形式，

目前在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利用的主要是核电源。

核电源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放射性同位素热

电机（RTG），也叫“放射性同位素电池”；另一种

是核反应堆。美国的“子午仪”-4A 是世界首颗

核动力卫星，于 1961 年 6 月 29 日入轨。该卫星是

当时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海军导航卫星系统”的

组成部分，在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的同时，还

搭载了 2.7 瓦电功率的 SNAP-3B 放射性同位素热

电机作为辅助电源。1961-1963 年间，美国又发射

了“子午仪”-4B、5BN1、5BN2 等 3 颗 RTG 动力

的军用导航卫星，其中 5B 系列卫星上的 SNAP-9A
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电功率达 25 瓦，使其成为首

种完全以核动力为能源的卫星。

美国的核动力卫星虽然采取了大量安全措施，

但仍出现过 3 次核动力源坠落地球的事故。太空中

的首次核事故发生在 1964 年 4 月 22 日：“子午仪”-

5BN3 军用导航卫星没能进入预定轨道。它的核动

力源在大气层中距地面约 50 公里的高度上解体（早

期的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设计就是这样的），释放

出来的 17，000 居里钚 -238 燃料使得全世界范围

内该同位素的含量增加至原来的三倍，并使全世

界范围内所有钚的同位素总环境负荷（主要来自

大气层核试验）增加了 4%。[9]后两次事故涉及到

的是民用卫星，目前尚未发现放射性物质外泄。

苏联 / 俄罗斯共发射了 43 个带有空间核电源的

航天器，其中包括 6 个放射性同位素电源航天器和

37 个核反应堆航天器，[10] 至少出现了 6 次核动力

源坠落地球的事故，导致不同程度的放射性污染，

其中至少有 3 次事故与采用核反应堆的雷达海洋

侦察卫星有关。1973 年 4 月 25 日，苏联的一颗核

动力雷达海洋侦察卫星在发射失败后坠入太平洋，

产生了可以侦测到的放射性泄露。[11]1978 年 1 月

24 日，“宇宙”-954 号失控，坠落在加拿大北极地区，

上万平方公里的地面受到放射性污染。1983年2月

7 日，“宇宙”-1402 号上弹射出来的燃料核心因故

无法进入弃星轨道，重返大气层，并在南大西洋

上空的大气层上层解体。[12] 后两起事故，尤其是

宇宙 -954 号的事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宇宙”-954 号事故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立即

提议禁止核动力卫星在轨运行，但苏联没有响应。

不过苏联还是加强了技术防范措施，引入了后备

燃料核心弹射系统，这样当由于事故重返时，燃

料会在大气层中碎裂解体。这一措施增加了最终

会暴露在辐射中的总人数，却将任何一个个体所

受到的辐射降至最低。[9]

3. 外空核爆炸

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作为高空核试验的延伸，

核试验的场所从大气层拓展到了太空。在当时的

技术水平下，反弹道导弹的拦截器无法直接命中

来袭洲际弹道导弹，需要靠核爆炸的面杀伤实现

摧毁，外空核爆炸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1962 年 3 月 2 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式批准了

代号“多米尼克行动”（Operation Dominic）的系

列大气层核试验，其中有好几次核试验是为了验

证太空中的大规模核爆炸用于反弹道导弹的有效

性以及军事通信卫星在全面战争中的生存力，统

称为“鱼缸计划”（Project Fishbowl）。（[13]，p.119）

到了 1962 年中，美国决定推进“鱼缸计划”，

这一决定受到来自全世界科学家的抱怨，他们担

心试验会对范·艾伦辐射带造成破坏，并且有可

能影响地球的气候。不过由于与苏联关系紧张，

美国军方预计自己很快将会面临在太空核爆炸环

境下作战的问题，积极推动该计划。“鱼缸计划”

的核弹头由“雷神”导弹送入太空，发射场选在

约翰斯顿岛，该岛位于北太平洋中部，远离美国

本土。不过，由于“雷神”导弹遇到了一系列棘

手的问题，造成1962年6月的前两次飞行试验失败，

核弹头凌空销毁。

1962 年 7 月 9 号，“海星 1 号”（Starfish Prime）

太空核试验成功实施，“鱼缸计划”首获成功。此

次试验在 248 英里（约 400 公里）高空爆炸了一颗

巨大的 140 万吨级的氢弹，所形成的明亮色彩，在

数千英里外都能够看到。试验被证明是令人尴尬

而又代价高昂的，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事

先已经警告过可能发生的后果。正如时任原子能

委员会主席的格伦·西伯格在事后回忆录中所指

出的，“令我们大为震惊和沮丧的是，人们发现，

‘海星’极大的增加了范·艾伦辐射带中的电子。

军事航天装备试验中的环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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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13]，p.119）

爆炸对远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的无线电通

信形成了长达数小时的干扰，并瘫痪了至少 6 颗卫

星。

“鱼缸计划”的教训表明，太空环境不足以

容纳核辐射，它会迅速在范·艾伦辐射带中扩散，

危及载人航天，并使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通信与侦

察卫星无法工作。美国人认识到，太空核爆炸试

验不仅会引起来自国际科学界与日俱增的压力，

还会危及美国的航天侦察活动，并对正在出现的

商业航天造成严重危害，而这两个领域正是美国

的太空领先优势所在。此外，倘若不通过军备控

制加以约束，苏联武器项目的可能会取得进展。

苏联同样也开始担心太空辐射会给载人航天带来

麻烦，在这一领域，他们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领先

优势，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到 1962 年，双方

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美苏两国都面临着两

条明晰的路径：一是不断增加各自军事项目的统治

地位，继续发展一系列太空武器，最终压缩甚至

排除掉与之竞争的民用和商业太空项目。二是加

强互动，并建立合作性的太空规则。这条道路会

有曲折起伏，但最终会通往更加理想的境地：裁撤

一系列武器项目，约束他人，创立协议保护其他

新兴太空活动。（[13]，p.123）在地球轨道日益拥

挤、商业航天迎来新高潮的今天，国际社会再次

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着非常类似的选

择。航天大国的抉择将影响到航天探索乃至全人

类的前途与命运。

二、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环境影响的基本特点

军事航天装备飞行试验实质上是以整个地球

作为实验室，其环境影响有三大特点：

一是影响的全球性。反卫星与反导弹试验所

产生的太空碎片按照天体力学规律在不同高度环

绕地球高速运转，危及所有国家的各类航天器。

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具有空天一体的技术特

性和变革未来战争的潜能，正在成为航天大国角

逐前沿热点的。然而，作为太空与领空之间的划

界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临近空间飞行器的飞

行试验可能会产生侵犯别国领空的问题，当这种

试验具有军事性质时，更有可能导致国际纠纷甚

至对抗。军事航天装备的飞行试验具有试验训练

一体化的特征，通常直接由军队而不是国防工业

部门承担。这就意味着军事航天装备试验，尤其

是飞行试验很容易酿成政府间的纠纷。鉴于目前

国际外空法的现状，这种纠纷通常是通过外交途

径，而不是法律途径解决。如果受损对象涉及到

多国合作研制或共用的情形，影响将更为复杂。

二是效应的复杂性。军事航天装备试验飞行

试验的环境影响涉及到复杂的物理过程和次生效

应，往往事先无法预知，事后难以挽回。航天时

代早期的太空核试验为我们留下过深刻的教训。

1962 年 7 月 9 日的“海星 1 号”是首次成功实施的

外空核爆炸试验，也是爆炸威力最大的一次。此

次试验前，科学家们已经预计到了电磁脉冲问题，

但“海星 1 号”所产生的电磁脉冲比先前预测的

要大得多。并且还有一个效应是没有准确预计到

的：爆炸产生的许多电子并没有落入地球的大气

层，而是萦绕太空长达数月，被地球的磁场所俘获，

形成了高悬于地球表面上空的人工辐射带。当高

速电子撞击卫星时，可以产生一种微型的电磁脉

冲。具体细节是复杂的，但总的效应就是，这些

电子会毁坏卫星，破坏其电子装置。“海星一号”

核爆炸产生的电子脉冲损坏了至少 6 颗卫星（包括

一颗苏联卫星），它们最终都因为此次爆炸而失效。

当时其他一些卫星故障也可能与此次爆炸有关。

（[6]，p.3）“凯斯勒综合症”意味着解体碎片连同

级联效应将导致碎片从线性增长转变为指数增长

（[8]，p.20），直至近地空间无法被利用。空间碎

片问题与核动力源问题耦合在一起，又会使问题

变得更加棘手。2009 年 2 月 10 日，美国的“铱 -33”

通信卫星和俄罗斯的“宇宙 -2251”退役核动力卫

星发生碰撞，产生了危险的太空碎片。[14]

三是后果的长期性。太空环境的特点是透明、

脆弱和能够长期保留轨道碎片，缺乏自我调节和

恢复能力。在自然界本身的机制和过程中，地球

的大气层阻力是将卫星和碎片移除轨道的最主要

途径。当太阳处于 11 年的周期性爆发时会加热大

气层上层，使之膨胀，这样低轨道的碎片和航天

器就会受到增大的阻力。但是，最初的轨道越高，

能够与之碰撞的空气就越少，碎片也就越难以移

除。由于测试、部署和使用太空武器而在 800 千米

高度的轨道上造成的空间碎片将会在那儿停留数

十年。当碎片进入距地表 1500 千米以上的轨道后，

它将无限期地留在那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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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自然清除过程。由于地球同步轨道位置有

限，而物体可以在该轨道上运行上千万年，该轨

道尤其受到太空碎片的威胁。[15]

三、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的代内环境公正问题

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的影响遍及全球，妨碍外

空自由探索利用，造成军事利益、环境风险和治

理成本在不同国家、地域和人群之间的不均衡、

不公正分配，引发深刻的代内环境公正困境，突

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军事航天装备试验负面环境效应“溢出”

妨碍外空自由探索利用，造成地面环境损害。试

验和使用太空武器难免会产生太空碎片，这方面

限制目前还很少。使得事态更为复杂的是，随着

大量小卫星和微纳卫星发射人轨，在轨航天器的

数量仍在飞速增加。例如，2017 年 2 月 15 日，美

国的“星球实验室”（Planet Labs）公司利用印度

的火箭一次性将 88 颗“鸽子”微纳遥感卫星送入

505 千米高的近地轨道（该枚火箭总共搭载了 104
颗卫星）。美国的 SpaceX 公司则计划向近地轨道

发射 4.2 万颗星链 （Starlink） 卫星 （1.2 万颗已获批

准），提供高速天基互联网服务。近地轨道同时又

是中段反导和反卫星武器试验的主要“试验场”，

日后若进行新的反导反卫武器试验，所产生的碎

片极有可能在日益拥挤的近地轨道上触发连锁碰

撞的“凯斯勒综合症”，导致碎片呈爆炸性增长，

这些数以万计的碎片日后可能会令人们完全无法

进人太空。（[5]，p.5）除了无法挽回地破坏太空

环境，妨碍和平的太空活动外，军事航天装备试

验对太空环境的破坏也可能导致对地球环境的损

害，因为地球和外空是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15]

例如，在空间核动力源军事应用早期，美国任由

军用导航试验卫星上的放射性同位素电池坠入大

气层“销毁”，造成对大气层的放射性污染，对地

球上每个人的健康构成潜在威胁。1962 年的“海

星一号”太空核爆炸试验对地面的无线电通信产

生了大范围的严重干扰，并影响到爆炸点下方的

供电系统和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造成重大环境

损害和财产损失。

二是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的军事利益、环境风

险与治理成本分配不公妨碍社会公正。在冷战期

间，美、苏垄断了反导、反卫星武器飞行试验，

从中获取了军事利益和霸权威望，却让全世界承

受环境破坏的后果。试验所产生的太空碎片仍有

一部分在轨运行，对其它国家的航天器构成威胁。

其他国家限于技术水平，空间态势感知和太空防

护能力不如这些空间强国，受到的侵害可能更大。

美国的军事航天装备试验还使最不发达、最为弱

势的太平洋岛国与海外领地承受了最为严重的环

境破坏后果，加剧了社会不公。受限于国土纵深，

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拦截试验、外空核爆炸试验

的靶场或发射阵地均设置在其海外领地和托管地。

里根弹道导弹防御试验场是美国主要的导弹靶场

和反导防御试验训练基地，也是美国洲际弹道导

弹试验的弹着区和反导拦截弹的发射场。该试验

场就位于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环礁上。虽然击中

夸贾林环礁靶场的洲际导弹并没有携带核弹头，

但高达每小时 8000 英里的极高速度却可以摧毁珊

瑚礁和潟湖。该地区主产的鱼也含有毒素，会使

食用者中毒。（[16]，p.280）位于北太平洋中部的

美国海外领地约翰斯顿岛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为核

武器试验区，用于“鱼缸计划”中历次外空核爆

炸试验的导弹在此发射升空。由于试验准备不充

分，该计划共有 4 次发射失败，靶场安全官员下达

自毁指令，将导弹与核弹头炸毁在半空，甚至发

射台上，对该岛及其周边海域造成严重放射性污

染。

三是太空环境治理成本高昂，目前还没找到

公正合理的成本分摊办法。造成最大污染的军事

航天大国缺乏治理太空环境的动机，复杂的技术

和高昂的成本是重要的原因。1987 年的《布伦特

兰报告》就指出：“清理太空的费用是昂贵的。有

人提议由几个主要大国领导一项国际回收活动，

将体积较大的一些太空碎片从轨道上收回。这项

活动应该包括设计、建造和发射一些运载工具。

这些运载工具能够在太空中机动灵活地捕捉那些

巨大的、奇形怪状的、翻滚着的空间物体。可是

这个提议还没有引起什么反应。”（[17]，p.362）

30 多年后，情况仍没有根本变化。减缓太空碎片

方面的规范总体上仍是各国自愿遵守的指导性原

则。遵守规范意味着减少选择空间、增加额外成本，

可能降低军事和商业竞争力，主要空间强国均不

愿意被束缚住手脚，也缺乏将其发展为具有强制

力的国际法条约的动机。此外，现有的任何处理

太空垃圾的技术手段，如激光移除、机器人捕捉

军事航天装备试验中的环境正义



82

等，很可能会被怀疑为反卫星技术，引发不必要

的争端。除非各主要空间大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

动，建立互信机制、合理分担成本，太空环境治

理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重大进展。

军事航天装备试验代内环境公正困境的实质

是太空“公地悲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

是道德哲学和理论经济学长期探讨的主题。英国

生态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在 1968 年 12 月 13
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公地悲剧》，形象揭示

了自利的个体无节制利用公共资源（公地）的行

为会造成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最终损害到所

有人的根本福利。公共地传统上定义为环境中那

些共用的要素，可以被所有人享有和使用。太空

公共地包括轨道路径、太空使用权、行星与其他

天体等，任何国家都可以自由出入、使用和开展

活动。（[18]，pp.123-124）由于太空缺乏有效监管，

因而会受到“公共地悲剧”的影响。

太空公地悲剧无法找到纯技术的解决方案。

哈丁在他 1968 年论述公地悲剧的文章中，开篇就

引用了威斯纳与约克写于 1964 年的一篇文章的结

论：“军备竞赛的双方……面临着军事力量稳步增

加与国家安全稳步减少的困境。……这一困境无

法从技术上得到解决。如果各大国仍然仅从科技

领域寻找解决方案，会使情况更加糟糕。”[19]在外

空利用方面情况也同样如此——虽然单个国家无

法拥有太空，为了避免悲剧，他们应当集体同意

在利用外空上进行合作。因此应当发展出一个可

以普遍接受的伦理准则，该准则可以得到可靠的

遵循，能使所有人获利，而又不会污染近地环境、

限制进入深空，或者把太空作为统治和主宰的手

段。（[18]，p.124）

避免太空公地悲剧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太空利

用中的“自由”原则。谋求太空霸权的国家为自

己试验和部署太空武器行为进行辩护的核心理由

就是《外空条约》等外空法文件确立的太空自由

探索利用原则。哈丁 1968 年论述公地悲剧的论文

从哲学角度探讨了生态环境视域下“自由”的深

刻意蕴，为我们分析军事航天装备试验中的“公

地悲剧”提供了重要启示。哈丁指出，对公地的

使用作出任何新的约束，都会侵犯一些人的“权

利”和“自由”。但是，“什么是‘自由’？当人

们同意制定法律制止抢劫时，人的自由是增加了，

而不是减少了。”“陷入公地逻辑的个体们只不过

是自由地走向共同毁灭；一旦他们认识到相互强制

的必要性，他们就可以自由地追求其它目标。”[19]

哈丁从黑格尔的经典定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找到了破解公地“自由”困境的突破口。就自由

利用太空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太空军备

控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严格限制军事航天装备

的飞行试验。

哈丁所说的“悲剧”同样也和必然性联系在

一起。他认同怀特海的观点“戏剧中悲剧的本质

并非不幸。它存在于事物冷酷无情孜孜不倦运作

的庄严肃穆之中”，并指出“公地的内在逻辑无情

地导致悲剧。”[19]军事航天装备飞行试验不可避免

地会产生众多太空碎片，加剧外空军备竞赛。无

论是军备竞赛中“自证预言”的社会心理机制，

还是太空碎片链锁增殖的“凯斯勒综合症”，本质

上都是一种自我放大的正反馈机制，倘若不通过

人类协调一致的行动跳出必然性的枷锁，最终将

酿成全人类的不幸悲剧。

四、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的代际环境公正问题

近地轨道碎片滞留太空的时间跨度可以是几

年到几十年，在同步轨道滞留的时间几乎是无限

的。如果不加控制，反卫星武器试验产生的空间

碎片可能会在近地轨道和同步轨道形成屏障，妨

碍我们的子孙后代对太空开发利用，重新将人类

禁锢在地球，所谓前人造孽，后人遭殃。因此，

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的环境正义还涉及到当代人对

子孙后代的责任，即代际公平问题。

代际公平“最原初的本义是指当代人与后代

人在资源分配上的公平和当代人在环境保护上对

后代人所应尽的义务。”[20]1984 年，美国乔治敦大

学教授魏伊丝 （Edith Brown Weiss）发表《行星信

托：环境保护与代际公平》[21] 一文，提出了代际

公平理论。在 1989 年的专著《公平地对待未来人

类》中，魏伊丝明确指出，虽然代际公平的思想

是从保护地球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角度发展起来的，

但它同样也适用于太空环境，因为“有关外层空

间和海洋的问题很明显地涉及共同遗产的重要议

题”。（[22]，p.170）

魏伊丝认为，在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上，存在三方面的代际公平问题：资源耗竭、环境

质量下降、资源取得和使用的不公平。这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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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同样体现在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的代际环境公

正上。魏伊丝使用三条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它

们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有用的框架。

原则一：“保留选择空间”。该原则主张每一

代人都有权获得与其前辈相当的多样化选择空间，

要求每一代人应当保持自然和文化资源库的多样

性，使子孙后代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和满足他们自

身价值时，可供选择的选项不会受到不公正的限

制。[23] 从环境伦理的角度看，该原则要求当代人

为避免子孙后代不确定的损失而约束自己影响环

境的行为，而这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代的

经济发展，实质上是要求当代人为后代做出让步

和牺牲。虽然为避免不确定的未来损失做出牺牲

是困难的，但鉴于各国尚未真正在外空部署武器，

停止军事航天装备飞行试验、放弃谋求太空武器

化并不需要像放弃一项我们已经有所依赖的技术

那样做出政治牺牲。

原则二：“保持质量不降”。该原则主张每一

代人都有权享受与其前辈相当的环境质量，要求

每一代人都应当维持这颗行星的质量，当它传给

后代时，情况不会比这代人接手它时糟糕。[23] 为

了论证该原则，魏伊丝借用法律上的“信托”概

念，将地球视为信托财产，指出“慈善信托的受

益人有权利享受信托利益，但是为了将来受益人

的利益，他还有义务不浪费信托本金。”“每一代

人都是为子孙后代照管这颗行星的监护人或受托

者，同时也是其成果的受益人。这就使我们承担

起照顾这颗行星的义务，同时也赋予我们使用它

的特定权利。”（[22]，pp.16-17）德国哲学家赫

费（Otfried Höffe）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因为地

球均等地属于大家，它就具有资本的意义，每一

代都重新依靠其利息生活。技术—经济文明可能

使利息收益达到一个先前各代都会妒羡它的高度，

但它不可动用这个资本。如果它仍这样做了，则

它强占了他人物品，也就是强占了后代的物品。”

（[24]，p.161）将该原则适用于太空意味着每一代

人都应当能够继承一个“总体而言至少与前代人

一样好的”太空环境。而严格限制太空武器飞行

试验，使太空环境免受太空武器的威胁则是确保

太空环境和地球环境安全与质量的前提。

原则三：“保障获取利用”。该原则主张每一代

人都应当为其成员提供获取利用前辈留下的行星

遗产的公平权利，并应保护子孙后代的这种获取

利用权。（[23]，p.10）《布伦特兰报告》指出，“空

间作为一种资源，其前景与其说是取决于技术的

高低，不如说是取决于为创立管理这种资源的健

全的国际制度而进行的缓慢而艰巨的斗争的成败，

它在最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的

能力的大小。”（[17]，p.358）军事航天装备飞行

试验会在近地轨道和地球静止轨道等利用频率最

高的轨道上形成密集的碎片云，将地球笼罩在永

久的暮霭之中，使子孙后代无法有效利用太空。

而“使太空碎片控制在最小量的一个最重要的措

施，就是防止进一步试验和发展太空武器与反太

空武器”。（[17]，p.362）

一般意义上的代际公平原则面临的一个重大

理论困境就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世代的价值取向。

正如赫费所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兴趣也明

显改变，人们不能说明后代对‘值得生活’作何

设想”。（[24]，p.159）例如，在太空探索和太空

战方面，当代人的热情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背景

下的航天竞赛的影响，这种热情需要不断维持和

激励再生，不能断定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怀有同我

们一样的热情和梦想。未来世代价值取向上的不

确定性要求当代人在考虑后代价值和利益时不能

将自身的价值偏好投射至未来。魏伊丝在提出上

述三原则时已明确考虑到这一点，指出：“这些原

则并不要求我们预测未来世代的偏好，因为预测

这种选择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这

或许由于未来世代的价值观，从而他们的偏好会

随着时间改变，并且由于技术的发展，可供我们

选择利用的资源也会发生改变，而这正是他们偏

好的基础。”（[22]，p.42）

未来世代利益与价值取向问题上的不确定

性意味着考虑军事航天装备试验的代际环境公正

问题应着眼前提和底线，将保护环境置于有限地

位。赫费指出，“鉴于对利益的无把握，人们就不

关心生活价值本身，而只关心前提条件。在一种

生态伦理学中，关心自然的、而非社会的基本品

质。属于此的有呼吸的空气，还有淡水、土地、

能源和那些或者直接可用或者提供用于加工的原

料的物质。”（[24]，p.159）随着人类活动空间拓

展至太空，太空环境和资源同样也成为生活的前

提条件。虽然准确预测子孙后代的价值是不可能

的，但保护太空环境，避免使其成为太空武器和

可能的太空战的媒介，对于保护我们的生态系统

军事航天装备试验中的环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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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运行也许是必要的。因此，保护太空看来是

底线利益，而不是特定世代的偏好。太空中的国

家安全考虑必须超越战略军事的范式，转向一种

更具有整体性的进路，它把为子孙后代保护太空

环境涵盖进来，并且聚焦全球环境安全。代际公

正原则的贯彻和执行，需要一种看待环境的宽广

视野。可以采取的策略包括，在政治决策中表达

子孙后代的利益，创设一种聚焦环境权利与义务

的国际法律工具，教育公众关心代际公正。（[15]，

pp.73-74）

综上所述，军事航天装备试验，尤其是太空

武器飞行试验可能会对地球环境造成长期灾难性

的影响，引发深刻的代内和代际伦理困境。鉴于

存在着实现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兼

顾的更好选择，比如在外空领域建立互信、避免

军备竞赛、构建太空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

能力等，严格限制军事航天装备飞行试验、避免

外空环境污染便是明智之举。军事航天装备飞行

试验既是迄今为止军事航天活动环境污染的主要

来源，又是太空武器定型与部署前不可或缺的关

键环节，并且具有可核查性，可以作为国际社会

停止外空军备竞赛和防范外空武器化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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